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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分层: 社会政策视野下的中国收入不平等

岳经纶 方 珂 蒋卓余

〔摘要〕 福利分层影响社会政策的再分配效应，是分析社会福利体系演化的工具。它具
有法团主义福利制度式的 “分层效应”和发展主义福利制度下社会安全网络建设的 “内外现
象”两种表现形态。新中国福利制度的发展起始于 “社会身份本位”的劳动保险制度，受
“政治分层”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形成社会福利的“内外现象”和福利分层。经过“发展
主义”“和谐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等背景下的政策发展，现有社会福利体系的福利
分层变得更为复杂。碎片化的社会保险领域体现法团主义式的 “分层效应”，不充分的基本公
共服务供给则体现发展主义式的 “内外现象”。“社会中国”的建设既要缓解社会保险领域的
“分层效应”，也要克服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 “内外现象”。一方面要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险制
度，另一方面要把基本公共服务从其与其他制度的捆绑中分离出来，并推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

的均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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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发展经历了从计划经

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成功转型，并

在经济总量增长和民生质量提升等方面取得了举

世瞩目的成就。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以来，
中国的国民经济发展迅猛，人民生活水平和总体

收入水平的提升也十分显著。根据国家统计局数

据，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从 1992 年的
2334 元上涨到 2018 年的 64644 元，人均可支配
收入也达到 2018 年的 28228 元。①但是，与此同
时，收入差距以及收入不平等问题也不断显现，

并成为制约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质量提升的

重大挑战。②

从社会政策的视角来看，收入不平等问题与

社会福利体系存在着直接的联系。甘犁基于中国
家庭金融调查 ( CHFS) 的实证研究指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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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健康水平和教育不平等是造成中国收入差
距的重要原因。③杨穗等运用中国居民收入调查
( CHIP) 数据分析了中国福利体系的结构和再分
配性质。④事实上，自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和福利国
家建立以来，收入差距的变化就与社会政策的调

整密切相关。Bradley 等利用卢森堡收入调查数
据，分析发现福利国家规模的变化是决定后工业

民主国家收入分配状况的最重要因素。⑤福利批判
主义的观点则认为社会福利在回应社会需要的同

时，也有别于公民身份，因而也将社会分层和收

入不平等制度化。⑥

为此，对于中国收入不平等问题的讨论需要

拓宽传统的研究视野，将收入差距的变化与社会

政策的演化联系起来，讨论社会福利体系演化对

收入不平等状况的影响。基于此，本研究将尝试
使用“福利分层”的概念，并从社会福利体制演
化的角度分析 “福利分层”的内涵及其生成原
因。在此基础上，本研究也将基于中国社会保障
制度演化和中国收入分配数据，分析中国 “福利
分层”状况的演化及其对于中国收入不平等状况
的影响。由此，本研究将把对于收入差距变化的
分析与中国社会政策范式的演化联系起来，分析

缓和中国社会“福利分层”和收入不平等程度的
政策导向，从而在社会政策的视野下拓宽对收入

分配和“社会中国”的理论分析。

二、福利分层与收入不平等:
社会政策的研究视角

收入不平等与社会再分配是社会政策研究的

经典议题。现代社会政策学的奠基人 Ｒ． M． 蒂特
马斯 ( Titmuss，Ｒ． M． ) 从一开始就将 “社会政
策部门”视作是再分配的代理人，认为后者先后
通过公共援助和缴费型社会保险来履行再分配的

职能，以回应社会需要。⑦而在比较福利体制的研
究中，工资和收入的差异也一直是相关讨论的焦

点议题。⑧G． 埃斯平 －安德森 ( Esping-Andersen，
G． ) 的研究延续了蒂特马斯将福利和再分配目标
建立于普遍主义公民权的社会政策传统，提出

“去商品化”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收入分配独
立于市场机制的程度⑨，从而使得对社会福利给

付的收入替代率、社会公共开支占 GDP 的比重等
收入再分配指标的测量成为比较社会政策研究的

基础性工作。在中国，虽然税收制度和社会福利
项目的发展滞后，再分配政策对收入差距的调节

作用较之于很多发达国家而言有限⑩，但社会保

障项目的运作也的确起着收入再分配的作用。瑏瑡

然而，社会政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其对于

收入再分配的调节作用也不尽相同。瑏瑢总的来说，
社会政策对于收入差距具有 “累退”和 “累进”
两种不同的调节效应。累进的社会政策 ( progres-
sive social policy) 通过再分配系统将资源从富裕
群体转移给穷人并缩小收入不平等的程度，而累

退的社会政策 ( regressive social policy) 则反而扩
大收入不平等的程度。瑏瑣在中国，由于社会福利制
度的发展走过了一条从 “社会身份本位”到 “人
类需要本位”的发展历程瑏瑤，不同职业、不同地
区群体所享受到的福利待遇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存

在着较大程度的区别。因而，在对于中国社会福
利制度及其再分配效应的讨论中，福利待遇的差

异一直是一个重要议题。
从总体上看，中国现行社会保障制度的设置

在人群和制度之间存在着分野，福利资源的分配

在不同所有制部门之间、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也
存在着差异。瑏瑥在此背景下，中国社会福利资源的
配置就呈现出复杂的状况。一方面，一些群体或
享受高水平的免费医疗服务瑏瑦，或享有高额的社

会保险待遇瑏瑧，或享有高水平的退休金，或者兼

而有之，属于社会上的 “高福利”阶层。但另一
方面，一些群体的基本风险却仍然没有得到有效

的保障，很少或无法得到在生育、住房、就业和
职业伤害等方面的社会保障瑏瑨，因而还处于 “低
福利”的状况。在此背景下，中国的社会福利制
度对于收入差距而言，也常常被质疑为存在 “逆
向调节”的效应。瑏瑩这种效应被一些学者称为是
“负福利”瑐瑠，认为社会福利体系的某些因素反而
使得收入差距扩大了。例如，王小鲁和樊纲指出
社保体系中的基本养老金和医疗保险实际上是在

扩大收入差距。瑐瑡罗楚亮和李实则证实，由于人均
福利补贴在省份之间、行业之间的差距远高于工
资差距，福利补贴实际上起着进一步拉大收入差

距的作用。瑐瑢

从历史上看，我国社会各群体之间福利待遇

的差异起源于计划经济时代。基于家庭出身、政
治身份、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的不同，人们被划
分为政治地位高低不同的社会群体，而社会结构

则是以这种 “政治分层”为主的。瑐瑣在这一时期，
福利政策和收入分配系统也基本上是由这一 “政
治分层”所影响和左右的。瑐瑤由此，人们在 “政治
分层”体系中的位置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所
能够获得的福利资源的多寡。具体来说，公职人
员、国企职工是受雇于国家的工作人员 ( 国家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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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或国家职工) ，在 “政治分层”体系中所处的
位置最好，因而就获得了最高水平的福利待遇，

成为计划经济时代的 “福利受益者”; 农民尽管
在“政治分层”中属于身份较好的群体，但由于
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其所实际获得的福利水平

最低瑐瑥 ; 城市居民所获得的福利待遇则介于二者

之间。这三大群体之间的福利差距与其各自在
“政治分层”中所处的地位息息相关。瑐瑦因此，我
们沿用“社会分层”的研究传统，使用 “福利分
层”这一概念来表示群体之间因其在 “社会分
层”结构中所处的地位差异而导致的社会权利和
福利待遇差异。也就是说，公民的福利权利依其
所处的 “社会分层”状况有很大的差别。 “福利
分层”直接影响到公民的薪酬水平 ( 一次分配) 、
福利待遇 ( 二次分配) 、社会权利 ( 享有公共服
务的资格) 等。这种分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家
根据户籍身份的区分、编制的设定、行政身份的
赋予、企业所有制性质和级别的划分等手段来设
定或预设的。而个人想要获取更多的福利待遇则
需要改变在“福利分层”体系中所处的位置，但
这种想法往往很难仅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实现。
基于此，我们可以把 “福利分层”的演化作

为讨论中国社会政策收入再分配效应的起点。
“福利分层”起源于计划经济时代的 “政治分层”
与城乡二元结构。在这一时期，社会福利供给往
往只针对城镇职工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其他群

体 ( 特别是农民) 则很少享受到社会福利待遇。瑐瑧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冲击

了旧的户籍制度和就业制度，并为福利制度的改

革和福利体系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和基础。然而，
在路径依赖和发展主义范式的影响下，中国福利

制度的碎片化状态绵亘不绝，不同群体所享受到

的福利待遇仍然因其所处的地域和社会身份而异。
一般城乡居民、进城务工人员依然被排斥在许多
社会福利项目的覆盖之外。以养老保险为例，虽
然 1991 年以来的政策发展将面向城镇职工的现收
现付制劳保养老制度发展为 “统账结合”的社会
养老保险模式，但是城镇居民 ( 非雇员) 和农村

居民则长期被排斥在养老金制度之外。瑐瑨这种状况
直至 21 世纪才得以改变。随着 “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和谐社会”等一系列发展理念的提出，社
会福利体系的发展开始从支持经济增长的 “发展
主义”角色转化为构建一个更加平衡和包容的社
会发展模式。瑐瑩

即便如此， “福利分层”的演化在改革开放
之后却变得更为复杂。一方面，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制度 ( 2002 年)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 2007 年) 、新型农村居民养老保险 ( 2009 年)
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 ( 2011 年) 等一系列社
会福利项目的出台填补了原有社会福利制度的空

白，将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纳入国家福利体系的

覆盖范围之中，缓解了群体之间，特别是城乡居

民之间的 “分层效应”。但是，在另一方面，各
社会福利项目之间的关系依然是条块分割的。高
收入者高福利的情况 ( 体制内就业者) 依然存

在。现有的福利制度仍然体现着社会身份的分野，
并存在着一些扩大收入差距的政策安排。瑑瑠此外，
随着社会政策思维的强化， “低保制度”等一些
低收入者才能享有的福利项目开始出现并扩展，

并在“精准扶贫”等政策推进的过程中经历了集
中加码，使得“福利分层”的变化及其与收入不
平等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
社会政策具有追求 “公平正义”的价值导

向，强调社会群体之间的平等权利瑑瑡，因而它本

身就暗含着缓和福利分层和收入不平等状况的理

念。“福利分层”的存在及演化既体现社会福利
体系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也是制约社会质量
提升的障碍。在此意义上，对于 “福利分层”及
其演化的讨论，不仅是分析和理解中国社会福利

制度发展的一个重要学术工具，也有助于深化对

建设一个普遍主义的 “社会中国”体系的理论研
究。基于此，本文将结合福利国家的发展经验，
讨论社会福利体系中的两种形式 “悬崖效应”，
引出“福利分层”的不同形态，从而用来辅助对
于中国“福利分层”形成与演化的分析，并由此
引发对于收入分配公平和 “社会中国”建设的社
会政策讨论。

三、福利体系中的两种“悬崖效应”
与福利分层的表现形态

“福利分层”的背后是个体获取福利的资格
和权利问题。在社会福利的研究中，个体间福利
待遇和福利权利的差异经常用 “福利悬崖” ( wel-
fare cliff) 的概念来反映，并测量各福利群体之间
的“悬崖效应”。瑑瑢基于对福利体制研究的回顾，
我们发现通常所说的“福利悬崖” / “悬崖效应”
其实有两种来源。第一种 “悬崖效应”源自法团
主义 ( 或称保守主义) 福利体制国家，表现为各

社会保险类型间的 “分层效应” ( stratification
effect) 。第二种则产生自发展主义福利国家扩展
社会安全网的过程之中，表现为因部分对经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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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贡献相对较弱的群体被排除在福利制度的覆盖

范围之外而形成的 “内外现象” ( inside-outside
phenomenon) 。
福利体系的第一种“悬崖效应”以德国的福

利体制为代表。作为欧陆保守型福利国家，德国
的福利体系以社会保险为基础，并体现出法团主

义的特征。德国、奥地利等欧陆国家通过社会保
险制度的建立来提升社会的去商品化程度，但是

其首要特征还是保留社会身份的差别，并将社会

权利捆绑在阶层和社会身份之上。瑑瑣在此背景下，
法团主义福利国家建立起差别化的社会保险制度，

注重身份、等级和阶层的区隔。例如，德国和日
本的医疗保险系统依照职业群体和地理区域的分

隔而组建不同的健康保险协会，具有独立的基金

管理和待遇模式。瑑瑤由此，一种依照阶层、区域和
身份而形成的团体间的 “分层效应”在法团主义
福利体制下形成，并成为 “悬崖效应”的一种
形态。
福利体系的第二种“悬崖效应”则以韩国的

发展型福利体制为代表。为了应对 1997 年亚洲金
融危机所带来的失业和贫困问题，韩国政府开始

了以“包容型发展主义福利” ( inclusive welfare
developmentalism) 为导向的社会政策改革。瑑瑥在医
疗保险领域，韩国政府将原有的 420 多个健康保
险协会整合为同一个公共部门，从而将所有人口

纳入单一的医疗保险制度。瑑瑦在养老保险领域，韩
国政府也开始将公共养老金计划的基本框架进行

扩展，并在 1999 年将国民年金发展成为以全部国
民为对象的年金制度。瑑瑧因此，就社会保险而言，
韩国摒弃了旧制度的法团主义成分，通过建立一

个统一的社会保险系统来消除地位分割和分层效

应，从而强化阶级间和代际间的社会团结原则。瑑瑨

然而，即便普遍主义的导向正在出现，韩国的福

利体系却在这一过程中呈现出一种新的 “悬崖效
应”。
在韩国，尽管社会保险制度已经进行了整合，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部分群体却没有被纳入社会

保险的覆盖范围之中。例如，超过二成的国民年
金参保者由于收入不够和失业等原因成为交纳例

外者瑑瑩 ; 部分从事小规模经营的失业劳工无法享

受雇佣保险制度的保障。瑒瑠此外，计日制的非标准
工人直至 2004 年才被纳入失业保险的保障范围之
中。瑒瑡如今，面对由于长寿和低生育率所带来的社
会服务需求，韩国的大部分人口依然被排斥在社

会政策的核心项目之外。瑒瑢由此，不同于保守主义
福利制度中的地位分割，韩国的福利体系在社会

政策覆盖的内部人员和未被覆盖的外部人员之间

形成了一种新的分层形式。这一被韩国学者称为
“内外现象” ( inside-outside phenomenon ) 的分
层瑒瑣，是福利体系中因社会安全网建设不全面而

带来的“悬崖效应”的另一种形态。

在中国，虽然社会群体间福利资格和权利的

差异源自计划经济时代的 “政治分层”和城乡二
元结构，具有一定意义上的特殊性，但是就其表

现形式而言，又与以德国、韩国为代表的两种
“悬崖效应”具有共性。因此，可以将 “分层效
应”和“内外现象”两种“悬崖效应”的表现形
态应用于对 “福利分层”的分析之中。实际上，
中国社会福利体系的发展经历了 “国家主义”
“发展主义”等范式演进的阶段，同时带有社会
保险、发展型社会政策等福利制度的特征。瑒瑤在计
划经济时代，中国福利体系中的 “福利分层”由
社会结构中的“政治分层”所决定，并受到城乡
二元结构的影响。改革开放之后， “经济分层”
逐渐在社会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瑒瑥，城乡二元结

构也被逐渐打破，因而 “福利分层”也变得更为
多元。总的来说，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福利体系同
时体现两种形式的 “悬崖效应”。一方面，在社
会保险领域，中国的福利体系延续了 “社会身份
本位”的特征，呈现出条块分割、待遇分异的碎
片化格局。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的待遇水平都依
据社会身份和所属职业的变化而异，因而在各险

种参保群体之间形成法团主义式的 “分层效应”。
而另一方面，就供应不足且覆盖面有限的基本公

共服务而言，既有的福利体制又使得不同群体之

间围绕基本公共服务的享有状况体现出发展主义

式的“内外现象”。

四、中国社会保险的分层效应
与福利分层的演化: 以医疗保障为例

中国的社会福利制度肇始于苏联模式的劳动

保险制度，具有典型的二元制福利体系的特征。
在计划经济时代，社会福利制度不仅存在城乡分

野，而且在城镇内部还存在着身份和所有制的差

异。瑒瑦这一时期的“福利分层”是显著的，城镇职
工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享受着多方面的福利服务，

而其他群体所能享受到的社会福利供给则十分有

限。以医疗保险为例，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医疗
保险制度以面向企业职工的劳保医疗和面向国家

机关工作人员的公费医疗为主，是一种非缴费性

的医疗保险，待遇水平远高于其他群体。而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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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地区水平较低的合作医疗 ( 由集体经济支

撑) 之外，其他群体的医疗保障处在一种制度缺

位的状态。由此，这一时期福利待遇是与身份捆
绑在一起的，主要面向企业职工和国家机关工作

人员。它体现计划经济时代 “政治分层”和城乡
二元结构的影响，与法团主义福利体制在市场经

济环境中所体现的社会分层有一定的区别，并更

加接近于发展主义式的 “内外现象”。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逐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并开始将劳动保险制度转向社会

保险制度。国家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了全方位的
改革，统账结合的职工基本养老和基本医疗保险

制度、失业保险制度等社会保险制度建设陆续展
开。瑒瑧在这一时期，区别于劳动保险制度的社会保
险制度建立起来，开始将覆盖面扩展到包括农民

和城镇居民在内的所有公民，并逐渐确立了缴费

型社会保险的基础地位。此时，社会保险领域中
的“内外现象”已经褪去，但是各社会保险类别
之间的制度分割和待遇差异依然存在。就 “福利
分层”而言，虽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 “经济分
层”已经取代 “政治分层”的主导地位瑒瑨，但是
社会保险待遇依然与参保者的社会身份息息相关，

体现出法团主义式“分层效应”的特点。
以医疗保障为例，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

( 1998 年)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 2002 年) 、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 2007 年) 以及统一
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 2016 年) 陆续建
立起来，实现了社会医疗保险在制度层面上的全

覆盖。但是，这些医疗保障制度的建设仍然基于
社会身份的分野，并体现着法团主义式的 “分层
效应”。具体来说，医疗保障领域的制度分割和
待遇差异依然延续了部分计划经济时代的遗绪，

并体现“福利分层”。一方面，部分特殊群体依
然享受着高水平的免费医疗服务瑒瑩，而另一方面，

职工、城镇居民与农民的社会保险待遇依然存在
着递减的差异瑓瑠，几大社会医疗保险制度依然体

现着以社会身份为基础的分立运作的特征。瑓瑡

医疗保障领域的制度分割延续了法团主义式

的分层效应，并体现着中国社会保险制度的 “福
利分层”。但与此同时，这种法团主义式的分层
效应也随着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和统筹的推进而发

生演化。我们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 CFPS )
2014 － 2016 年的数据计算了各医疗保险项目受益
群体在历年的医疗费用、报销费用和报销比率的
变化 ( 如表 1 所示) 。从总体上看，医疗保障领
域的“福利分层”可以通过各险种之间的待遇差

异直观地观察。公费医疗、城镇职工医疗保险、
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四类险种

的平均报销率呈现出依次递减的趋势。这反映出
中国医疗保障体系中存在着依参保类型而分的福

利差距，其基础则是体现社会身份区隔的 “福利
分层”。

表 1 2014 － 2016 年各医疗保险项目
费用情况统计表

年份 险种
平均医疗总

费用 ( 元)

平均报销

费用 ( 元)

平均报

销率 ( % )

2014 公费医疗 4902. 47 2711. 56 55. 31

城镇职工医疗保险 3687. 05 1764. 86 47. 87

城镇居民医疗保险 2937. 15 962. 33 32. 76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2651. 41 280. 87 10. 59

2016 公费医疗 8454. 26 5163. 84 61. 08

城镇职工医疗保险 5977. 44 2840. 05 47. 51

城镇居民医疗保险 5299. 10 2444. 76 46. 14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3531. 31 1008. 71 28. 57

数据来源: 根据 CFPS2014、2016 数据测算所得

然而，在将 2016 年的数据与 2014 年数据进
行对比后，我们也发现这种不同险种之间的福利

待遇差异呈现出递减的趋势，社会保险的 “分层
效应”正在趋于弱化。具体来说，虽然说公费医
疗依然呈现出高水平的报销率，城镇职工医疗保

险的报销率也在相对高位上保持稳定，但是城镇

居民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平均报销率

都在这两年间经历了一个快速的增长，分别提高

了 13. 38% 和 17. 98%。特别是城镇居民医疗保
险，其平均报销率已经在 2016 年逼近了城镇职工
医疗保险，二者仅仅相差 1. 37%。从政策演化的
视角来看，相较于计划经济时代局限于小部分群

体的医疗保障以及 21 世纪以前农村和居民基本医
疗保障制度的缺位，医疗保险制度在近几十年中

快速发展。三大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建立和建设，
使得基于社会身份本位的 “福利分层”呈现出不
断缓和的走向。而在近几年，随着医疗保险统筹
层次的发展，以及针对底层群体的医疗保障待遇

的提升，医疗保障领域的 “福利分层”不断缓
和，法团主义式的“分层效应”得以弱化。
医疗保障范畴中 “福利分层”状况的演化，

同样被由新组建的国家医保局公布的官方数据所

佐证。如表 2 所示，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城乡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以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三大基本

医疗保险制度在基金收支方面仍然存在着显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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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遇差异，医疗保险基金的总收入和总支出数额

均在这三类险种之间呈现出明显的递减趋势。然
而，来自基金增长率方面的数据则反映出城乡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支状况的涨幅远高于城镇

职工医疗保险，这与我们用 CFPS 数据分析得到
的判断相一致，即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与城镇

职工医疗保险之间的待遇差异正在缩小。

表 2 2018 年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基金
收支情况

险种
参加人数

( 万人)

总收入

( 亿元)

增长率

( % )

总支出

( 亿元)

增长率

( % )

城镇职工医疗保险 31673 13259. 28 8. 7 10504. 9 11. 5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89741 6973. 94 27. 1 6284. 51 28. 9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13038 856. 89 － 818. 22 －

数据来源: 国家医保局: 《2018 年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快

报》，http: / /www. nhsa. gov. cn /art /2019 /2 /28 /art_ 7_ 942. html.

此外，实践领域出现的制度整合和福利机构

改革也在福利体制的层面上强化着 “福利分层”
缓和的趋势。一方面，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新型
农村合作医疗两项制度的整合自 2008 年就在杭
州、广东、天津和重庆等地区展开，而 2016 年初
发布的《国务院关于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制度的意见》则将这一制度整合的做法在全国范
围内进行推广。瑓瑢而在另一方面，福利机构的改革
也在国家顶层设计的层面进行。2018 年新组建的
国家医疗保障局将原属于人社部的城镇职工和城

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原属于卫计委的新型农村
合作医疗、原属于民政部的医疗救助以及原属于
发改委的药品和医疗服务价格管理职责进行整合，

“三险合一”的进程有望被进一步强化。在此基
础上，医疗保障筹资体制、给付结构和经办模式
的重构就有了体制基础瑓瑣，一个去碎片化的统一

医疗保障制度正在建立起来。这将意味着社会保
险法团主义式 “分层效应”的弱化和 “福利分
层”状况的缓和变得现实起来。

五、基本公共服务的内外现象与福利分层
的新变化: “泛福利化”的视角

中国“福利分层”的演化不仅受社会保险制
度发展的影响，也与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息息相

关。在中国社会福利体系发展的早期，基本公共
服务的供给只针对城镇居民和小部分具有特定社

会身份的人口，包括农民在内的大量群体被排斥

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覆盖范围之外。而到了 21
世纪，随着“社会政策思维”的强化，中国政府
开始推进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相继出台最低生活

保障、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农业 “三项补
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廉租房等社会政策，
从而在制度层面上弥补了原有社会福利体系在医

疗、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制度缺位。
特别是对于底层群体而言，这些政策的出台

极大地丰富了其所获得的公共服务资源。具体来
说，随着“低保制度”“农业补贴”和 “精准扶
贫”等政策项目的推进，底层群体获得了更多的
福利资源，从而获得了改变其 “福利分层”状况
的机会。例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先后出台填补了社会医疗保险

在相应群体中的制度缺位，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

建立为底层群体提供了兜底性的收入保障，廉租

房项目的开展为低收入群体提供了获取住房保障

的机会。但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过多的公共
服务资源与扶贫制度或社会救助制度相挂钩瑓瑤，

因而在公共服务供应不足且覆盖面有限的背景下，

中国的最贫困群体在目前开始享有比一般公众更

多的基本公共服务，并与既有的特权群体一起成

为现阶段从公共服务系统中获益更多的群体。他
们与普通群体之间就公共服务资源的享有而言表

现为发展主义式的“内外现象”。
具体来说，这一现象的实质是由于医疗、教

育、就业等领域的基本公共服务资源被不恰当地
捆绑在低保制度和扶贫制度之上，使得低保制度

和扶贫制度成为获取部分基本公共服务资源的信

息基础，从而造成社会救助资源获得者与普通群

体之间形成新的 “悬崖效应”。例如，脱贫攻坚
工作中贫困户脱贫的标准是实现 “两不愁，三保
障” ( 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
住房安全有保障) ，各地在其具体实践中也给予

了低保户多方面的政策支持。表 3 列举了湖南 Y
县给予低保户的额外福利政策，具有一定的代表

性。可见，Y县低保户所享受到的额外福利资源
原本属于基本公共服务的范畴，而医疗、教育和
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务的保障是很多普通人都还未

能实现的。仇叶、贺雪峰将这种现象称为低保的
“泛福利化”，并指出低保制度出现了由底线式的
“生存保障”走向身份捆绑型的特权化福利的制
度错位。瑓瑥由此，低保群体就具有了 “特殊性的福
利身份”，与原有享受 “特权性福利身份”的群
体一起构成基本公共服务的 “福利受益者”，并
使得“福利分层”发生了新的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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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低保户的福利捆绑 (兜底保障之外的福利资源)

就业

职业培训补贴标准上浮 70% ; 转移就业交通补助: 100 － 400 元; 稳岗补贴:

1500元 /人·年; 产业扶持基金: 2000 元 /人 ( 县级) + 1500 元 /人 ( 乡镇) ;

3年期全额免息小额信贷; 免费电商项目支持; 贫困村创业致富带头人培训补

助: 260 － 320元 /人 /天

住房
易地搬迁自筹资金人均不超过 3000元，户均不超过 1万元; 危房改造补助: 1

－ 5万元 /户; 地灾避险搬迁安置补助: 4万元 /户

教育

幼儿园入园补助: 500元 /人 /期; 职业教育补助: 3000 元 /年; 义务教育阶段

补助: 500 － 625元 /人 /期; 劳动力培训补助: 100 － 120 元 /人 /天; 国家助学

金: 1000 － 1500元 /人 /期; 职业技能培训补助: 1500 元; 二本以上大学录取

奖励: 5000元

医疗

住院费用补贴提高 10%，住院费用结算“绿色通道”，县域内“先诊疗后付

费”; 城乡居民医保补贴: 50% － 100%，扶贫特惠保保费补贴: 90% ; 大病保

险: 起付线降低 50%，报销比例 90%以上，自负费用报销 50% － 70% ; 慢病

签约服务管理; 医疗救助: 住院费用财政兜底 80%以上

其他 代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3年

资料来源: H省 Y县脱贫攻坚政策口袋书 ( 内部资料)

实际上，社会政策和 “福利分层”的新变化
也对中国收入不平等状况的变化产生影响。瑓瑦运用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 CFPS) 2012 － 2016 年的数
据，我们对近几年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收入再分

配效应进行测算，以分析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和“福利分层”变化对收入不平等状况的影响。

如表 4 所示，我们计算了不同社会保障类目在调
节不同群体间收入差距中的效应及其演化，并用

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两项指标测算中国收入差距

水平自 2012 年以来的变化趋势。

表 4 2012 － 2016 年中国收入差距的变化

年份 项目 P90 /P10 P90 /P50 P50 /P10 基尼系数 泰尔指数

2012 人均市场性收入 18. 71 3. 12 5. 99 0. 4927 0. 4118

社会救助调节后 17. 73 3. 10 5. 71 0. 4885 0. 4044

社会保险调节后 13. 68 2. 99 4. 59 0. 4663 0. 3645

同时调节后 14. 51 3. 01 4. 83 0. 4736 0. 3781

2014 人均市场性收入 14. 89 2. 98 5. 00 0. 4716 0. 3754

社会救助调节后 13. 62 2. 93 4. 65 0. 4628 0. 3605

社会保险调节后 13. 02 3. 07 4. 26 0. 4590 0. 3512

同时调节后 12. 74 2. 86 4. 44 0. 4566 0. 3494

2016 人均市场性收入 16. 67 3. 33 5. 00 0. 4959 0. 4199

社会救助调节后 15. 48 3. 32 4. 67 0. 4881 0. 4060

社会保险调节后 14. 67 3. 18 4. 61 0. 4766 0. 3819

同时调节后 14. 26 3. 23 4. 41 0. 4786 0. 3883

数据来源: 根据 CFPS2012、2014、2016 年数据测算所得

从总体上看，中国的收入差距在 2012 － 2016

年间保持着高位波动的基本态势，而社会保障制

度在历年都发挥了一定的社会再分配和缩小收入

差距的效应，使得基尼系数下降 0. 01 － 0. 02。从
不同收入群体之间收入差距变化的趋势来看，将

2016 年数据与 2012 年数据进行对比后发现，高
收入与低收入、中收入与低收入群体之间的差距
缩小了 ( 尤其是在经过社会救助调节后) ，但高

收入与中收入之间的差距扩大了。这说明，近几
年社会福利体系的发展有效地改善了底层群体的

福利状况，缩小了低收入群体与其他群体之间的

收入差距。特别是，社会救助的再分配效应在
2012 － 2014 年出现了一个较大幅度的提升。但与
此同时，社会福利体系对于中间群体福利状况的

改善则相对不那么明显，经社会保障制度调节后

的中收入与高收入群体间的变化程度在三年中均

低于中收入与低收入群体以及高收入与低收入群

体间。
从社会政策的视角来看，虽然中国社会福利

体系内部存在的制度分割和待遇差异制约了社会

保障制度的再分配效应，但是社会政策的再分配

功能依然存在。这是因为由于医疗、收入、养老
等领域社会保障政策的出台和改革，在制度层面

上补充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短板，起到社会保护

的作用。这些社会保障政策起到了缓和社会群体
间“福利分层”的效用。与此同时，近几年民生
工作的重心主要聚焦于底层群体福利状况的提升，

并围绕“精准扶贫”工程集中发力，使得基本公
共服务的供给在底层福利的维度上实现了延伸，

缩减了底层群体与其他社会群体之间的福利待遇

差异，从而改变了底层群体 “福利分层”的状
况。但是，普遍主义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依然没
有建立起来。在此背景下，高收入群体依然享受
着高福利和优质的公共服务资源，低收入群体也

获得了更多的公共服务资源，但由于增长的公共

服务资源过多地被捆绑在社会救助制度之上，中

间群体依然未能获得足够的公共服务资源。由此，
围绕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中国社会福利体系形

成了一种新的“内外现象”，并使得 “福利分层”
的状况变得更为复杂。

六、“社会中国”建设与福利分层的缓和

当代社会政策和福利国家建设的基本目标是

提供一系列制度和政策来帮助公民抵御各类社会

风险的冲击。瑓瑧 “社会中国”的理念则倡导建设一
个以公民身份为本，打破社会福利在城乡、职业
和地域维度上的不公平和不正义的，普遍主义的

社会福利体系。瑓瑨然而，在社会政策视野下， “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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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分层”体现着社会身份本位的特征，高收入者
往往享受着更好的福利待遇。因而，这一现象实
际上呼应了传统福利批判理论中的一个核心观点，

即“社会福利在回应社会需求的同时，也是区别
于公民身份的，因而也在将社会分层和收入不平

等制度化”。瑓瑩它与中国社会发展所倡导的 “和谐
社会”理念以及所追求的社会公正导向相违背。瑔瑠

诚然，碎片化的福利体系和差异化的福利待

遇在当下中国社会呈现出改进的趋势。中国社会
政策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 “福利分层”
和收入不平等的程度。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
社会政策的扩张和“适度普惠”理念的强化为福
利分层和收入不平等程度的缩减提供了机遇。具
体来说，社会保障制度内部的分异在 21 世纪出现
了整合的迹象。例如，社会养老保险的并轨和统
筹被提上政策议程，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的建立和新医保局的组建缩小了医疗保险制度之

间的分异。与此同时，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代
表的致力于提升底层福利的社会政策项目，则为

底层群体提供了改变个人与国家福利关系的多元

途径，带来了“福利分层”的调整，同时也影响
了收入不平等的状况。这些政策层面的变化，形
塑了高收入与低收入、中收入与低收入群体间收
入不平等状况的积极变化，体现出社会保障制度

在收入再分配过程中的积极作用。
然而，“福利分层”的现象在中国社会政策

发展过程中依然长期存在。它不仅表现为碎片化
社会保险体系内部法团主义式的 “分层效应”，
也表现为不平衡不充分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格局

中发展主义式的“内外现象”。“福利分层”的存
在不仅制约了社会保障再分配效应和社会保护效

应的提升，使得中国社会政策的收入再分配效应

还远远低于 OECD 国家的平均水平，也在某些制
度范畴内加剧了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在此背景下，
中国社会政策的发展就需要缓解和克服 “福利分
层”的现象，一方面克服社会保险的碎片化，另
一方面又要将捆绑在社会救助上的基本公共服务

要素独立出来，形成一种普遍主义的基本公共服

务理念。具体来说， “社会中国”建设与 “福利
分层”的缓和需要注意三个方面的政策导向。
首先，打破社会福利制度之间的社会身份分

野，尤其是克服社会保险体系中法团主义式的

“分层效应”，强化普遍主义的社会福利理念。由
表 4 可见，社会保险可以显著降低不同收入群体
之间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尤其是对于中低收入群

体而言，可以发挥出较大的社会再分配、社会保

护以及社会公正的效应。然而，来自医疗保险和
其他相关研究的证据却显示，中国的社会保险体

系中依然存在着较为明显的 “福利分层”，从而
弱化了社会政策的收入再分配效应，甚至引发

“福利倒挂”的现象。因而，“福利分层”的缓和
首先就要破除社会保险制度的碎片化格局，消除

其中条块分割的制度因素，从而建立起一个统一

的社会保险体系。在此意义上，城乡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制度的统一和国家医保局的建立为社会保

险范畴内法团主义式 “分层效应”的削减和 “福
利分层”的缓和提供了积极的探索。
其次，厘清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其他社会政

策 ( 特别是社会救助) 之间的关系，推进基本公

共服务供给的均等化，以建构统一的社会安全网。
社会政策发展和福利国家建设的逻辑起点是防范

公民在医疗、教育、就业等方面所面临的社会风
险。对此，社会福利体系的发展往往注重政府公
共服务职能的发挥，并把公共支出占 GDP 的比重
作为衡量福利制度发展的重要指标。瑔瑡中国政府同
样制定了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工作目标，

并将教育、卫生、文化、就业服务、社会保障等
列入基本公共服务的范畴。瑔瑢然而，在目前的实践
中，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仍然处在不平衡不充分

的状态。除了高收入群体依然享受着较高质量的
公共服务资源之外，由于公共服务资源递送与社

会救助制度“捆绑”现象的存在，低收入群体也
获得了更多的公共服务。但对于庞大的中间群体
而言，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依然不那么乐观，尤其

在医疗、住房和就业等领域。这一现象不仅制约
了社会政策再分配效应的提升，同时也造成了公

共服务供给的 “内外现象”，从而对社会保障制
度 ( 特别是社会救助制度) 的良性发展造成隐

患。为此，社会福利体系的发展，需要克服 “福
利捆绑”的现象，将捆绑在社会救助系统上的基
本公共服务要素独立出来，推动其均等化供给，

从而缓和公共服务领域的 “福利分层”。
第三，中间群体福利状况的改善已随着底层

福利的增进而提上了政策议程。随着 “精准扶
贫”等一系列社会政策项目的推广，社会保障制
度在消除贫困和兜底保障等方面的效用已经得到

很好的发挥。然而，社会保险、公共服务等领域
“福利分层”的存在又制约了社会政策再分配效
应的发挥和收入不平等程度的优化。如表 4 所示，
在 2012 － 2016 的四年间，高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
体、中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间的收入差距呈现
出缩小的趋势，但高收入与中收入群体间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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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距却反而扩大了，并且社会保障对后者收入不

平等状况的调节效应明显更弱。这与居民收入分
配中缺乏足够规模中间收入群体的 “葫芦型”格
局相呼应。瑔瑣就社会政策的视角而论，随着 “脱贫
攻坚”的推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
到来，底层群体福利状况的改善已取得突破性的

进展，越来越多的底层群体获得了改善收入状况

和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的条件。但是，由于市场性
收入的分化和社会福利体系的碎片化，中间群体

收入和福利状况的改善却不那么明显。由此，随
着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下一阶段社会政策的设

置需要关注中间群体福利状况的改善，从而推动

“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的构建，缓和 “福利分
层”并增进社会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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